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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诠释的“四方模式”
刘金山

摘要:作者、文本、读者是现代诠释学着力关注的“三方”,基于这种理解,不少现代诠释学家在“三方模式”
中展开工作,从而造成了“文本中心”“作者中心”或“读者中心”等不同诠释学观点的分歧。借鉴一些释经

学家的洞察,我们认为,诠释过程中所涉及的不是三方而是四方,在现代诠释学的视域中,作为独立的第四

方的是“真理”。根据这个洞察,“作者—文本—读者—真理”构成了诠释的“四方模式”。在具体的诠释实

践中,“四方模式”的运行方式是:真理作为普照之光照亮整个诠释空间,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存在着

循环、可逆的关系。与“三方模式”相较,“四方模式”更符合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两位诠释学家的思路。在

“四方模式”下,聆听真理的声音、在真理的引导下不断修正既有理解是最为根本的诠释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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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诠释学存在着方法论诠释学和本体论诠释学之分。方法论诠释学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关于

理解的‘科学’,以指导人们如何理解文本”①;而本体论诠释学“强调诠释学的本体论地位,将诠释学

规定为关于理解和对所理解东西进行正确解释的哲学,意在探究人类一切理解活动得以可能的基本

条件,揭示人类经验(真理)借以显现自身的经验方式”②。可见,“关于理解的技术”与“对于‘理解’的
本体论阐释”是对上述两种诠释学的简洁概括。释经学是现代诠释学的理论来源,释经过程中要积极

寻求圣灵的引导,圣灵是与作者、文本、读者并列的一方,这是一些释经学家的核心坚持,他们的释经

实践向人们展示了一种颇有洞见的“四方模式”。尽管现代诠释学是在“扬弃”释经学的前提下发展起

来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经常性地反过去从释经学中汲取智慧以丰富现代诠释学的理论与实践是

个颇有前景的努力方向。本文沿着这个方向,尝试说明:在方法论诠释学的层次上,“四方模式”这个

释经学的“常识”也完全适用于现代诠释学,“四方模式”促使我们转向“聆听与修正”的诠释态度。

一、诠释的“三方模式”与“四方模式”之分

“圣经是神圣之书抑或世俗之书?”这个问题是释经学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具体地说,如果

坚持圣经是神圣之书,在释经过程中就会接受“信仰先于理解”的原则,承认圣经的权威性、自洽性,赞
同以经解经、对圣经的诠释要与信仰一致等“正统”立场;如果认为圣经是世俗之书,在释经过程中就

会接受“去神话化”的原则,假定圣经存在着诸多瑕疵,尝试用各种“批评理论”揭示之、改正之。近代

以来的圣经诠释实践在上述两种思潮的共同推动下成绩斐然:一方面,一些神学家基于其信仰背景撰

写了大量释经著作,如《丁道尔旧约新约圣经注释》《释经者圣经注释》《旧约新约新国际注释》等丛书;
另一方面,圣经批评者们“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使人们分清理性的正确使用和错误使用,避开他们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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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途径,进行新的理性探索”①。尽管在推动圣经诠释的客观效果上,这两种思潮是同盟军,但在出

发点和具体研究方法上双方是不折不扣的对头。我们认为,释经过程中的“三方模式”与“四方模式”
就是双方诸多冲突的核心。

“三方模式”在现代诠释学的开端就已被坚持。施莱尔马赫曾把“心理学解释”的任务定位为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理解一个作品的整个基本思想;另一方面是由作者的生活去把握作品的个别部分。”
他进一步指出,这两个任务“都可以从作者的个人特征来理解”,具体地说:“首要的任务是把作品的统

一理解为它的作者的生命事实,它探问作者是如何来到这种整个作品是由之而发展的基本思想,即这

种思想与作者的整个生命有怎样的关系,以及肇始环节与作者所有其他生命环节的联系。”②施莱尔

马赫的上述定位表达的是诠释过程中的“作者中心”思想,“作者中心”是相对于作品和读者来说的,鉴
于此,我们认为,施莱尔马赫所倡导的诠释学是个聚焦于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关系的诠释学。如

果把作者、作品、读者称为诠释过程中的“三方”,同时用当代文献中更常出现的术语“文本”来代替“作
品”,那么,我们冒昧地把施莱尔马赫的上述想法概括为“作者—文本—读者”这个“三方模式”。

施莱尔马赫之后不少诠释学家们似乎都对“三方模式”情有独钟。如,狄尔泰在“特殊的个人”(读
者)、“他人”(作者)、“残留于著作中的人类此在”(文本)这三者的维度中来说明“理解”和“诠释学”概
念:“理解建立在一种特殊的个人的创造性之上,在对他人和过去的模仿和重新体验中这一点表现得

多么清楚! 但是,因为作为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解是一个重要的和持续的任务,所以,个人的创造性就

变成了一种与历史意识共同发展的技术……阐释就在于对残留于著作中的人类此在的解释。这种艺

术是语文学的基础,而关于这一艺术的科学就是诠释学。”③又如,保罗·利科在说明伽达默尔的“效
果”概念时写道:“……于是使我们进行超距交流的东西就成为‘本文’或‘效果’,这种效果既不再属于

作者也不再属于读者了。”④在利科的理解下,伽达默尔也在坚持“作者—本文(效果)—读者”的三元

结构,这显然是“三方模式”的体现。
现代诠释学家们的“三方模式”思路其实与圣经批评理论的支持者不谋而合。如,在有研究者看

来,编修批评理论(圣经批评理论的一个分支)的核心关注就是作者—文本—编修者(读者)之间的互

动关系:“编修批评理论认为,一个文本作者的意图不同于编修者的意图,后者会在阅读和阐释原始文

献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所处的背景附加或删除一些资料;编修者不是作者,他们处于不同的社会、
历史和文学背景中,持有不同的世界观和宗教神学动机,在编修过程中文本必然要发生变化……编修

者并非有意改变文本的内容,但社会历史或文学背景的变化却无意识地影响了他们对原始文本的阐

释和修订。”⑤

尽管“三方模式”在现代诠释学和圣经批评理论中广受推崇,但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持“正统”立场

的释经学著作时,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这些著作强调,解经的参与者除了作者和读者之外还有圣

灵,在解经过程中,圣灵为作者和读者都提供帮助,只有双方同蒙圣灵的光照,释经过程才能顺利展

开。如一本释经著作认为:一方面,在圣灵的带领下圣经的作者们才写出圣经经文:“圣经各卷书的背

后是圣灵,圣灵又带领门徒,按照教会的需要,将基督生平的各方面记录下来。”另一方面,在“圣灵内

在的见证”的帮助下,读者才得以了解圣经:“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提到‘圣灵内在的见证’,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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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得救,并帮助我们了解神的话。弗兰姆称之为‘亲密参与在神本身的自我知识中’。”①另一本释经

著作也坚持类似观点,指出:一方面,圣经源于神的默示:“然而,我们若未能唤醒你,叫你一旦明白圣

经,就以更大的热诚去遵从顺服,并且去认识和深爱那位默示圣经的神,我们的工作便是枉然。”另一

方面,释经者必须倚靠圣灵的引导:“我们若没有提醒读者,在释经的过程中,必须同时祷告和倚靠圣

灵的引导,我们同样是失职,而本书所教导的一切也不能达到预期目标。”②实际上,上述两部著作的

基本观点是“正统派”释经学家们的共识和常识。如有研究者强调,圣灵既是圣经的作者也是圣经的

最权威诠释者:“……赐祝福的圣灵不仅是已写就词语的作者,也是其最卓越、最真实的解释者。”③也

有研究者强调,圣灵以“帮助者”的身份参与圣经诠释过程:“圣灵……能够帮助信仰者确定圣经的陈

述、命令和问题的正确意思。他参与到释经过程中,因为他是‘真理的灵’,耶稣说,他‘会引导我们

……进入真理’(《约翰福音16:13》)。”④可见,在“正统”立场的理解下,参与到释经过程中的要素就有

四个:作者、文本、读者以及圣灵。与上文相应,我们把“作者—文本—读者—圣灵”这个四元结构称为

“四方模式”。

二、“真理”:诠释的“第四方”

对于“四方模式”,深受启蒙传统影响的当代学者或许很自然地会提出反驳:“正统派”的释经学家

们把“我们”根本无可捉摸的圣灵当作诠释过程的一方是受其信仰的蒙蔽,“我们”不承认什么默示说,
在解经的过程中也没感受到圣灵的引导,因此,“我们”只需简单地拒绝其信仰主义立场就可以不理

“四方模式”了。我们认为,这个“反驳”仅是情绪的宣泄,不是学术的思考。接下来,我们不谈圣灵的

话题,而以现代诠释学家们广泛推崇的“真理”概念作为第四方来审视“四方模式”是否有道理。
“真理”概念在现代诠释学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可以说,缺失这个概念的诠释学就不是一个“好”的

诠释学。洪汉鼎先生曾批评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因过于强调作者的中心地位而遗失了真理的问题:
“从整个诠释学的发展来看,施莱尔马赫普遍诠释学也有重大的缺陷。首先,由于他特别强调对作者

意图或意见的理解,从而把对真理内容的理解与对作者本人的理解分开,以致认为理解或解释就是重

新表述和重新构造原作者的意见或心理状态,这使得诠释学传统本来所具有的真理内容的理解消失

不见,更何况原有的应用功能也消失不见。”⑤

如果洪先生仅仅是指出了“真理”在诠释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话,另一位研究者陈嘉映先生则把“真
理”的生命力和自主性揭示出来。在《真理掌握我们》一文中,陈嘉映认为,人们获得真理的过程并不

是像寻找矿藏一样,有个真理在某处人们去发现就行,而是相反,人们需要收拾身心,向真理敞开,为
真理的“临现”准备条件,最终由真理来“掌握”“赢得”他们。“我愿说:在诚恳的交流中,参与者都向真

理敞开,真理临现。人所能做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我们是在诚

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一个人都是错的,真理也可能来临。真理赢得我们所有的人,而不是一些人

战胜了另一些人。”⑥在这番描述中我们看到,真理不是被动的一方,而是主动的一方,它起作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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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正统派”释经学家笔下的圣灵类似。陈嘉映的理论根据是诠释学大师海德格尔的真理观,在他

看来,海德格尔的真理观包含如下六个方面的思想:(1)真理优先于人:“人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
(2)真理是个展示者,其内容不可预知:“海德格尔坚持把真理主要地理解为aletheia,理解为一个始终

和展示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展示者。真理虽然是前提,但真理的内容却不是预知的”;(3)人的存在是真

理得以显现的条件:“惟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4)真理在此在的诚恳对话中显现:“在诚恳的对话中,
对话者向真理敞开,虚席以俟真理的临现,谁更有理,对话者就顺从谁”;(5)真理是否显现由真理自主

决定,不取决于人的努力:“虚席以俟真理不是说:真理必定显现。诚而已矣,真理的临现是一种命

运”;(6)人的最高真理是为真理的“临现”做好准备:“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

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①。根据陈嘉映的上述概括,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一套诠释模式:
真理是作者、读者和文本的先在条件,作者和读者都是凡人,他们能够做的仅仅是“虚席以俟”,真理自

主决定其“临现”与否。这个模式显然包含作者、文本、读者以及真理四个要素,相应地,我们也可以把

“作者—文本—读者—真理”这个四元结构称为“四方模式”。
伽达默尔的思路和海德格尔一脉相承,他曾写道:“我的书在方法论上是立足于现象学基础上的,

这一点毫无疑义。但也似乎有些矛盾,因为我对普遍的诠释学问题的处理又是以海德格尔对先验探

究的批判和他的‘转向’思想为基础的”②。与伽达默尔的许多想法都与海德格尔相似一样,诠释的

“作者—文本—读者—真理”这种“四方模式”在伽达默尔的思想中也若隐若现。穿透伽达默尔思想的

层峦叠嶂,我们大致从如下八个方面来概括他的真理观:(1)他所赞成的诠释学真理是与“科学真理”
相对的“精神科学的真理”或“前科学的真理”;(2)诠释学真理是在本体论、生存论层次上来说的,不能

将至降格为方法论层次的问题;(3)在本体论层次上,真理的展现过程就是理解的展开过程;(4)“理解

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③;(5)“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是对诠释学处境的意识”④;(6)视域概念

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7)唯一的“大视域”是人无可逃脱的生存论网罗;(8)理解发生于个体与“大
视域”的融合:“理解其实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融合的过程”⑤。我们认为,在本体

论、生存论的层次上,真理就是“终极的大视域”。这种真理是整个理解过程所呈现出来的流动着的、
活生生的现象,不是有待我们发现的对象。

可以看出,伽达默尔所坚持的作为“终极的大视域”的真理与陈嘉映所理解的海德格尔的“真理”
完全一致。沿着陈嘉映的思路,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伽达默尔的解释模式:真理是作为个体生命的作者

和读者的源头;真理启发、提示作者和读者进行写作和阅读,并充当连接双方的经络及评判双方是否

达到默契的裁判。文本则是真理的物质承载者,真理赋予文本以“生命”,这种“生命”把作者、读者连

接到真理上。显而易见,这个模式是个由“作者—文本—读者—真理”四元结构构成的“四方模式”。
很少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四方模式”的理解下,原本属于本体论层次的真理“临现”到方法论层次的

诠释过程中,并赋予这个过程以源头活水。
上述清理让我们看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两位现代诠释学大师都是“四方模式”的拥护者,真理

是作者、文本、读者之外的第四方。

三、“四方模式”的运作方式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对“真理”概念用力甚多,但他们都没有给予“四方模式”的运作方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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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问题多少关注,相反,似乎更乐意引领我们在本体论、生存论的混沌中去切身体悟理解的妙道。
作为一篇探索性的文章,我们还是尝试用清楚的语言说明这个方法论问题。由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

尔语焉不详,我们采用如下策略迂回前进:先借鉴“正统派”释经学家们的洞见把“四方模式”的运作方

式构造出来,然后再说明诠释学家的运作方式是与之同构的。
在作者、文本、读者、圣灵之间的关系上,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之一约翰·加尔文从三个层次进行

说明:第一,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最有力的证据是:它是神口里所出的话”;第二,上帝的启示是圣经作

者的写作来源:“当先知和使徒宣告神的话时……他们所夸的乃是耶和华的圣名,叫全世界都降服于

他”,他们的信念“来自圣灵隐秘的见证”;第三,圣灵在人心中的印证是读者理解、接受圣经的条件:对
于神的话语,“除非圣灵在人心里印证,否则人不会接受它”①。一位生活在17 18世纪的神学家也从

这三个层次表达了类似观点:首先,圣经是“上帝成文的圣言”,圣经是圣徒在圣灵感动下对上帝圣言

的记录:“上帝向人屈尊,借着向圣徒说话,启示了真理之道,这些圣徒是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

来,这种启示的方式是与人性一致的(彼后1:21)。”其次,“圣徒在圣灵的感动下,把这些事情告诉教

会,如此就把上帝的圣言传递给了教会”。第三,读者要明白圣经必须有圣灵的帮助:“圣灵向人心显

明圣经的奥秘,证实上帝的圣言是真实可信的,并赐下信心,使人领受上帝的圣言。”②另有一位生活

在我们同时代的神学家用简洁的语言把上述三层意思概括为:“这些经卷与犹太经卷(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旧约)是有机的整体。圣灵是所有这些经卷真正意义上的作者,圣灵现在也是这些经卷真正意义

上的诠释者,带领我们在对经文信息的理解及应用上不断进深。”③

综合这些神学家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释经的核心”是他们的最大坚持。具体地说,文本

是上帝的圣言,作者是在其感动下进行写作的,读者需要得到上帝的启示才能领受文本的真意。鉴于

在“三位一体”之“体”的层次上,上帝和圣灵是“一”,我们统一用“圣灵”来代称不同神学家的用语,用
一个图形(图一)把他们的思想近似地表示出来:

图一

在这个图中,圣灵作为普照之光照亮整个诠释空间,是“作者—文

本—读者”三个环节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各个环节之间是循环、可逆

的关系。我们认为,这张图较为贴切地描述了“正统派”释经学家心目

中“四方模式”的运作方式。
接下来,我们从如下两个层次来考察上述模式是否适用于现代诠

释学:第一,真理是否为一种照亮整个诠释空间的普照之光;第二,作
者、文本、读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可逆的循环关系。我们尝试从伽达默尔

的“视域”和“诠释学循环”两个概念入手说明之。
如前文所示,在伽达默尔的思考中,真理就是“终极的大视域”,是

理解过程所自我显明的流动着的、活生生的现象。那么,这样的真理在

解释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伽达默尔对唯一的“大视域”的描述来一窥其奥秘:
“当我们的历史意识置身于各种历史视域中……这些视域共同形成了一个自内而运动的大视域。这

个大视域超出现在的界限而包容着我们自我意识的历史深度。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唯一的视域,这个

视域包括了所有那些在历史意识中所包含的东西。我们的历史视域所指向的我们自己的和异己的过

去一起构成了这个运动着的视域,人类生命总是得自这个运动着的视域,并且这个运动着的视域把人

类生命规定为渊源和传统。”④按照这段描述,作为真理的“终极大视域”有两重特征:第一,它是“自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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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运动的”、“运动着的”、是“人类生命”的源头;第二,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了所有那些在历史意识中

所包含的东西”。可以说,第一重特征强调真理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第二重特征强调真理构成、充满

整个诠释空间。结合这两个特征,我们可以感受到,伽达默尔在阐释真理时应该也有个光照隐喻在心

中,真理就是照亮整个诠释空间的普照之光。
伽达默尔借阐释海德格尔来说明“解释学循环”概念。概括地说,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循环包含两

个内容。首先,它是在本体论的层次上说的:“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反思的最终目的与其说是证明这里

存在循环,毋宁说指明这种循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积极意义。”①其次,“循环”发生在“本文”、解释者、
解释者的前见解之间:一方面,凝目于本文可以让解释者“避免随心所欲的偶发奇想和难以觉察的思

想习惯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理解本文又需要解释者根据前见解进行预先筹划。新的意义在上述过

程中不断生成。伽达默尔借总结海德格尔来说明上述过程:“海德格尔所描述的过程是:对前筹划的

每一次修正是能够预先作出一种新的意义筹划;在意义的统一体被明确地确定之前,各种相互竞争的

筹划可以彼此同时出现;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

图二

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②伽达默尔对循环的

描述提示我们,在他看来,本文、解释者、解释者的前见三者之间存在着

循环并且这些循环是可逆的。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此处的想法稍加改

造,用“文本”来代替“本文”,把作者加进来,用“读者”来代替“解释者”
和“解释者的前见”,那么显然,改造后的三者之间也是存在着可逆的循

环的。
综合上述两个层次的考察,我们可以为伽达默尔的思路绘制一个

与“图一”类似的“图二”:
如果“图二”恰当表达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思想的话,我们就

可以作出一个谨慎的推论:“图二”是部分现代诠释学大师的诠释过程

导图,至于能否进一步进行全称概括的问题,我们暂且存而不论。

四、“四方模式”下的诠释态度

有些论者会以为本文的中心推理方法是“类比”,即把持“正统”立场的释经学家的思路简单地、类
比地应用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现代诠释学家,并且,在上述“类比”论证中,最难让人接受的一对

类比是释经学家的“圣灵”与诠释学家的“真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显然是与传统的有神论保持着

距离的。接下来,我们简单回应一下这种质疑,然后在站稳脚跟的前提下,进一步思考“四方模式”下
我们应秉持的诠释态度这个话题。

我们知道,“真理”并非现代诠释学家的专属术语,在圣经中“真理”一词也大量出现。据有研究者

统计,“真理”(alētheia)的在《新约》中出现109次,其形容词形式“真”(alēthēs)出现25次、“真实”
(alēthinos)出现28次,而且,“新约明白无误地表明:人的罪遮蔽真理,救赎就是除弊”,耶稣的话“你们

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③。可以说“真理就

是除弊”这个海德格尔式的洞察其实是圣经的一贯教导,熟稔圣经的神学家对此习以为常,将之作为

一种“原创性”的“哲学发现”反而衬托出海德格尔的不厚道。恰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海德格尔作为

381

论诠释的“四方模式”

①
②
③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42页。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43页。
参见赵敦华:《圣经历史哲学》(修订版),“导言”,第2021页。



神学院的学生,圣经术语是他不可避免的思想源泉,但他却有意无意地遮蔽这一来源。”①如果海德格

尔的真理观确实汲取了圣经的智慧,那么我们的“类比”就有谱系学的根据了,至少这种类比不完全是

牵强附会的。圣经的真理和海德格尔的真理差别在于,圣经的真理是人格性的,作为真理之化身的圣

灵能够以我们习以为常的人格之间的沟通方式启示作者、读者,并以这种方式照亮整个诠释空间;海
德格尔的真理没有人格性,只能抽象地、诗意地、神秘地“把握我们”。

如果我们的“类比”并非完全牵强附会、“四方模式”也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四方模式”下人们应

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呢? 我们认为,承认真理的存在,主动接受真理之光的照耀,在真理的光照下

积极参与诠释学循环是最为重要的一面。晚期海德格尔似乎一直在呼吁这一点,但他说的还是过于

诗意。我们愿意援引一位研究者的洞察更清楚地予以说明:“神学是人类从神的启示出发阐发的有关

神的学问”,神学家的使命是聆听与修正。“神学家们既要学会聆听神的话语,同时要对这些话语加以

领会、研究、传播、应用,以此来指引信徒的生活,修正信徒的行为,解答信徒遇到的难题,而且还要通

过神的启示对神学自身加以扬弃、修正。”②对上述洞察稍加改造,可以得出“诠释的使命是聆听与修

正”这条教导。我们认为,这条教导是方法论诠释学的第一原则,也是在“四方模式”的诠释过程中我

们应该坚定秉持的诠释态度。

Onthe“QuadripartiteModel”ofInterpretation

LiuJi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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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uthor,thetextandthereaderarethe“threeelements”thatmodernphilosophersof
hermeneuticspaycloseattentionto.Inthelightof“tripartitemodel”ofinterpretation,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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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scholarsofexegetics,thispaperholdsthattheelementsinvolvedintheprocessof
interpretationarenotthreebutfour,andinthefieldofmodernhermeneutics,the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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